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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減租金壓力緩和貧富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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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信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在日前發表的 2017 年度《全球財

富報告》中提出，全球財富總額過去 12 個月裡增長了 6.4%，達到 280 萬億美元，

創下自 2012 年以來創造財富最快的紀錄。其中，美國引領全球財富增長，增長

額達 8.5 萬億美元，佔過去 12 個月全球財富增長總值的一半。但報告同時指出，

雖然 2008 年金融危機後主要經濟體逐步恢復經濟動力，可是貧富懸殊加劇的現

象相當突出。 

 

另一方面，香港政府公布最新全港貧窮人口數目高達 135.2 萬，是 2009 年以來

新高。經政府恒常現金政策介入後，貧窮人口仍有 99.6 萬，貧窮率為 14.7%，較

前年上升 0.4 個百分點。 

 

若政府容讓貧富懸殊加劇或不能令當前本港貧富懸殊的問題情況得到改善，很顯

然會加劇階層矛盾，為社會帶來不穩。如何制訂措施抒解困局穩定民心，為香港

社會的整體發展打好根基，是一個很值得社會討論的課題。 

 

貧富懸殊先因收入差異而起 

 

貧富懸殊日益尖銳的情況，是帶有周期性的。當一個經濟體的增長從低谷向上回

升，在內的不同經濟部門的回升幅度有異，從而對個別經濟部門形成不同的創富

客觀環境，也同時對擁有不同工作技能的個人形成不同的創富條件。工作能力與

技能高者，收入自然較高。 

 

看深一層，當經濟向上回升，個人收入出現差異，顯然無法避免。在新的經濟上

升周期中，推動經濟增長的不同工種，其對勞工的需求不僅有優先次序，而且在

新的經濟周期中，那些有新經濟增長優勢的工種，若在復蘇期間能配合當時經濟

發展的需要，在市場供需機制下，它們的從業人員便會比其他賦閒的勞動力快人

一步得到更多收入。譬如今日的新興行業，如大數據和雲端科技、金融科技、數

據分析、網絡安全和人工智能等，勞動力擁有相關技能，便較容易獲得工作機會、

良好的發展前景和工資的潛在穩定增長。 

 



值得一提是，在當新興行業正推動經濟，以及改變當中工種需求的同時，無論是

政府和民間對新興行業的發展前景、方向和規劃，缺乏有系統性的討論，這一點

是筆者憂慮的所在，因為這些新興行業對人力需求的幅度和速度，比供應的幅度

和速度為快，導致財富向競爭優勝者傾斜的後果，加劇貧富懸殊。 

 

貧者愈貧 富者愈富 

 

據華盛頓智庫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發表的《Billionaire Bonanza》年度報告，

美國最富有的三個人──貝索斯、蓋茨和巴菲特的財富，等於美國底層一半人口

的財富總和。由此可見，除了有「股神」之稱的巴菲特是在回升的金融市場中賺

到「盤滿砵滿」外，貝索斯是全球電子商務業王國亞馬遜的領軍人，蓋茨為軟件

科技微軟公司的創辦人，後兩者所從事的商業活動，正是當前新興產業的支柱，

無論在未來發展前景、人力需求和工資增長，都是最具潛力的一群，可從中見其

一斑。 

 

因此，如果不及時思考未來的發展和作好準備，那些在新經濟時代失去工作技能

的勞動力，很難進入勞動市場尋求生計，實在令人憂慮貧富懸殊在未來不僅無法

紓緩，甚至可能其差異會進一步惡化。當去年美國亞馬遜在西雅圖開設 

「Amazon Go」無人超市和今年 7 月阿里巴巴在杭州推出集購物及餐飲於一店的

無人零售店「淘咖啡」，讀者或許認為與身處香港的我們何干，但其實它們的出

現已為將來一群在新經濟時代失去工作收入的勞動人口所帶來的社會危機揭開

了序幕! 

 

換言之，在社會變遷下，沒有掌握新工作技能或低技能的勞動力，收入微薄，因

收入所得出現顯著差距而形成的「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現象，筆者將之界定為

「第一層面的貧富懸殊」。 

 

「住行」開支壓力沉重 

 

財富乃淨收入的累積，即收入減除生活開支後餘額的滾存。從本地觀察所得，在

「衣、食、住、行」中，「住」的支出負擔極為沉重。且不談論自購物業，因為

物業的價格飊升到遠遠脫離了一般人負擔的能力。即使以租金而論，其騰升之勢

亦令人不安。貧困之家居於「劏房」所承擔的呎價租金，遠比同區私人物業更為

昂貴，租金支出動輒佔收入逾半，加上本港的交通費絶不便宜。因而有限的收入，

扣除了沉重的「住、行」開支後，只能「節衣縮食」過活，引致了「第二層面的

貧富懸殊」。 

 

雖然政府於 2011 年 5 月 1 日開始實施「最低工資」制，過去幾年，最低工資的



水平亦有所調整。由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由每小時 32.5 元調

升至每小時 34.5 元。但此舉對於「扶貧紓困」的效果並不顯著。原因其實很簡

單，因為稍為提高了一點工薪，但支出卻無法調降，「住、行」支出的增幅往往

遠超過收入的增幅。簡言之，貧者受到「第一層面的貧富懸殊」和「第二層面的

貧富懸殊」的兩面夾擊，「脫貧」仍見十分遙遠。 

 

無可否認，政府在扶貧紓困上，有推出政策努力加以改善。但值得關注的是，政

府的政策措施多採用補貼方式，而能切中問題核心並帶針對性的解決方案卻欠

奉。 

 

可考慮提高超高收入者稅階 

 

從稅務角度看，透過資源重新配置來紓緩貧富懸殊，無疑是理性的政策選擇。美

國總統特朗普的減稅計劃，減免家庭稅負，個人免稅額由 6300 美元提至 12000

美元；家庭的扣稅金額，由 12600 美元提升至 24000 美元。筆者認為，除了增加

扣除金額和提高免稅額，政府其實可以考慮提高「超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這

絶對不是「敵富」的思維，而是從財政和財富重新分配的角度著眼，若政府缺乏

持續而可靠的歲入，必然有「巧婦難為無米炊」之嘆。 

 

因此，在紓緩貧富懸殊的考慮下，建議可在「上下兩端」下工夫，即對低收入的

家庭作出支援，在高端的「超高收入者」一方，則循序漸進地提高其收入的邊際

稅率，取得穩定而持續的財政收入，再在這個基礎上制訂解決問題的結構性方案，

才是解決問題之道。事實上，筆者一直對政府能否取得長期而持續的財政資源，

以支撐龐大的開支有點擔心。 

 

靠賣地收益支撐大局非上策 

 

近五年來，香港政府錄得龐大的財政收入，無可否認是靠每年平均有逾 750 億的

賣地收入所致。根據政府統計處的統計資料顯示，由 2011/12 至 2015/16 年間，

平均賣地收入佔政府收入總額約一成七。若只著眼在經營收入來自稅收的帳目，

政府財政只能做到收支平衡，個別年度錄得輕微赤字，反映政府的財政收入的結

構並不牢固。 

 

雖然政府已表明低稅率和簡單稅制是香港賴以成功之道，看似大規模的稅改包括

開徵新稅種不在政府的優先序中，但從各項客觀情況而言，筆者認為政府應慎重

考慮稅改的必要，免得結構性財赤出現時，社會要付上不能逆轉的沉重代價。 

 

盡快紓解貧戶租金壓力 



 

雖然政府現設有相關工作小組，對應一些政策問題，包括在稅務上的檢討委員會，

針對土地供應問題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過去，各政府委員會中僅得 8%委員

屬青年（18 至 35 歲），特首林鄭月娥決定，政府將委任更多青年人加入政府委

員會，目標是 5 年內提升青年委員至 15%。此外，中央政策組改組而成的「政策

創新與統籌辦事處」，會以非公務員合約形式聘請 20至30名有意從事政策研究、

政策和項目協調工作的青年，讓他們吸收公共行政經驗，並把青年聲音帶入政府

高層等，政府當下的政策工作努力，值得肯定，但更關鍵的是，社會需要有高瞻

遠矚的長遠規劃發展藍圖，在這方面，特區政府顯然還需努力。 

 

總括來說，紓緩當前本港貧富懸殊加劇壓力，短期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依然是房屋

問題，當中的聚焦點是設法紓緩貧戶家庭的租金壓力。有建議設置臨時房屋，包

括貨櫃屋等措施改善問題，這些討論相信為公眾所樂見，但更重要的是，政府須

加快議決執行。很明顯，無論是居住在「劏房」的貧戶家庭，或租住在私人住宅

物業的貧窮家庭，若然能夠減輕最大開支的租金費用，使深受「節衣縮食」壓力

的貧戶得到喘息機會，是扶貧紓困的優先工作；在最低工資保障下，所得的收入，

若能在租金開支上得到合理的調整，即使此舉未能有效完全化解貧富懸殊，但起

碼有助減少貧富懸殊惡化的壓力。 

 

﹝本文由科大商學院傳訊部筆錄，麥寶龍博士口述及整理定稿﹞ 

 

 


